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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物产被进贡至朝廷，其中西瓜的进贡尤具特色。西瓜等物产的

进贡不仅是清廷认识台湾的一种途径，更是其对台统治与教化的政治象征。台湾进贡西瓜历经康

雍乾三代，既有清代官员进贡的一般特征，也有其特殊性，如贡瓜的瓜种非台湾所产、台瓜进贡戛

然停止于官员贡风最盛的乾隆朝等。探讨其特殊性或有助于丰富学界对清代进贡制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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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即臣下或藩属向朝廷、君主进献物品，或起源于夏禹时的“任土作贡”。周朝时分封建

国，专设九贡，令各地诸侯进献物产以充邦国之用。秦汉以降，进贡体系继续发展，到明清时已臻完

善，主要包含了两大层面: 一是朝贡，即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进献与封赏，体现了华夏中心意识下

传统外交关系; 二是官员进贡行为。此种进贡又可细分为两类，其一为官员代表地方向朝廷的进

献，如清朝就规定各省每年需向户部、工部进献物品若干; 其二为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的进献。
本文所讨论的台湾进贡西瓜即属于此。相较于朝贡体制研究成果的丰硕，学界对于官员进贡行为

的研究仍显欠缺，有关清代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的探讨更是如此。［1］笔者分析相关史料与

研究成果后，发现台湾进贡西瓜具有某些特殊性，对于深入了解清代进贡制度当有所裨益，而学界

对此关注不够，故不揣冒昧，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西瓜进贡清宫

台湾何时开始向清宫进贡西瓜已难以考证。有学者称清宫与台湾西瓜的关系最早见于康熙五

十二年( 1713 年) 四月( 注: 本文中月份皆为农历) 。［2］据笔者所见，是年正月十六日福建浙江总督

范时崇就已因西瓜进贡问题向康熙奏报，“窃臣每岁进御西瓜皆从台湾采买”。［3］可见，康熙五十二

年之前台湾产西瓜就已贡至清廷。
康熙五十二年之前，进贡西瓜都为台湾本地种，是年四月清廷御赐瓜种至台。时任福建巡抚觉

罗满保回复上谕:“窃照四月十一日，奴才家人返回，赍捧瓜子一匣传谕: 著此带至福建试种。”［4］接

到瓜种后，觉罗满保即命人分赴各地种植，除福州、漳州、泉州外，大部被送往台湾。由于两岸瓜期

不同，福州、泉州西瓜七月即已成熟，觉罗满保先行呈献，但受到批评。康熙批复称:“此物，朕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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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尔呈送，只是说在台湾地方试种。将此作为一事赍送，殊属不合! 在福建种之何用?”［5］台地瓜

种直到八月方才播种，因十一月雨水少，加之首次种植水土尚未调和，西瓜生长并不理想。
对此，康熙并未在意，次年依旧赐下瓜种，［6］但第二次试种仍不合人意。据觉罗满保奏称:“今

携西瓜至，问之，言八月下种，雨水略少，十月正值生长之际，叶又生虫，故西瓜表皮稍有疤痕，而瓜

瓤仍好，自十一月二十日始成熟，今携之来。等语。奴才亲自选看，外皮略有疤痕，瓜瓤无恙，仍好。
唯今秋台湾雨水不调，故生长似有不足。”［7］同时，受风信所阻，进京日期还被耽搁。康熙五十四年

初( 1715 年) 福建浙江总督范时崇奏称:“上年十一月内，臣差标下把总沈国臣往台办运，据禀往回

两阻风信，至正月二十三日始到福州，随即起行北上，至二月初六日到浙江衢州府。”［8］

康熙五十四年第三次试种，受大风影响，结果仍不理想，令已升任闽浙总督的觉罗满保不胜惶

恐。“五十四年圣主恩赏西瓜籽，奴才于六月派人带至台湾，八月播种，生长颇好，正值开花时节，

九月十五日遇大风，藤断花落，损伤大半。奴才闻报，甚惧，急忙添派人员，共同加意培植，大者只得

四十余，继之生长者皆小，已不能再长大。”［9］也许是为了弥补，此次觉罗满保还挑选了台湾本地西

瓜一并进贡。康熙则谓“西瓜事小，有何关系”，［10］对觉罗满保加以安慰。
这三次种植所出现的困难，如雨水不足、大风、运输受阻等，之后仍不断出现。康熙五十八年

( 1719 年) 觉罗满保奏称:“御赐西瓜籽于八月播种，十月庄稼收割后，乃为西瓜长大之季，因雨水

少，瓜大较往年稍逊。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台湾装船来，因于澎湖候风耽搁十五日，故而年内未能运

至。”［11］为保证西瓜顺利生长，台湾地方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如分地种植。康熙六十年( 1721 年)

因朱一贵起义耽误了本年瓜种的颁赐，直到闰六月瓜种方才到台，七月十四日分种于台湾县及南路

观音山两处。之所以分种两地，也许与起义甫平社会不稳有关，客观上却减轻了大风破坏。“生长

正茂时，八月十三日因风甚大，次日赴园子观之，见瓜藤被风刮走，找出瓜根，虽加土灌水培养，仍不

开花。观音山下所种西瓜地势低洼，风害略轻，复经培养渐苏，获西瓜大小不等八十个。”［12］

大体而言，康熙时台湾进贡西瓜已然成例。每年年初清廷赐下瓜种，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接到

瓜种后派人赴台择地于八月种植，瓜园分处于府治小东门外［13］与凤山县观音山脚，由官府派人治

理。待十一二月瓜熟后装船运至厦门，再转福州等地。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择优挑选，各派员驰

送至京，以供皇宫正月或万寿节使用，正所谓“恰好来春逢圣诞，急驰新果献京华”。［14］进贡数量早

期未定，至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年) 时定为督抚各“八十个足矣”。［15］进贡品种既有御赐瓜种又有台

湾本地种。
雍正、乾隆时期西瓜进贡大体遵循康熙年间成规，只是御赐瓜种、进贡数量与品种会依时而变。

康熙时清廷所赐瓜种无明确记载，雍正时为喇嘛种和榆次种。雍正四年( 1726) 四月，福建巡抚毛

文铨称“理合恭请皇上将喇嘛瓜种俯赐给发至督臣衙门”。［16］喇嘛种为山东德州瓜种，当时闻名遐

迩。乾隆元年( 1736 年) 正月，浙闽总督郝玉麟在奏折中则言“窃照闽省向蒙内廷颁给榆次瓜种发

交台湾种植成熟例”。［17］由此可推论两点: 雍正时所赐瓜种由喇嘛种改为了榆次种; 乾隆早期所赐

瓜种为榆次种。榆次种来自山西榆次，亦是贡品，“山右进贡有榆次瓜，闽中则腊月进瓜”。［18］

进贡数量在雍乾年间屡有更改。雍正元年( 1723 年) 正月初三，雍正就西瓜进贡数量问题连写

两条朱批，其批复福建巡抚黄国才“发下瓜种，所种转年进五十个足用”; ［19］批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

“赐籽西瓜，来年进八十个足矣”。［20］雍正六年( 1728 年) 福建总督高其倬收到指示:“瓜进多了，此

无用之物，专为供献之用，汝等各处通共三四十足矣，可通知抚、提一体而行可也。”［21］鉴于此，督抚

提就各献瓜 12 个。［22］乾隆二年( 1737 年) 进贡数量又有所减少，规定“福建督抚每年着进瓜十圆，

提督不必进瓜，种亦不必发去”。［23］这在时人的竹枝词中亦有体现，乾隆时的孙武水就写有诗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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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播种清冬熟，拣得西瓜贡十员”。［24］之后，“乾隆间奉旨停贡，其种遂失”，［25］意味着西瓜的进贡最

终停止，但停贡具体年限难考。现有资料可查贡瓜最迟年份为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是年杨廷

璋奏称在渡长江时台湾西瓜遇风被水淹没。［26］

进贡品种在雍正元年时就全部改为御赐瓜种，台湾本地种不许进贡。“其泉州、本地之种所种

皆不必进，路远徒费，不中用。”［27］乾隆二年虽已不再御赐瓜种至台，但闽地官员依然进贡有榆次

种［28］西瓜，这应是台湾官员从留存或台地产出的榆次种中繁殖而来的。
为保证贡瓜新鲜，官员多选择驿路驰送入京，是为“驰贡”。［29］西瓜自台湾运至福州，正常情况

数日可达，但若受阻于海上风信，则可能耽搁月余。清代连接北京福州的驿路全长 4，848 里，共 74
驿。［30］路上会耗去月余时间。［31］西瓜在长途运输中仍能保持新鲜，如雍正曾评价“今年西瓜种着

了，甚好”，［32］重要原因在于进贡时间为年底，气温低，利于保存。据研究，冰温和冰温套袋贮藏可

使西瓜的保质期延长 60 天左右。［33］运输时若有所延误或不在年底进贡，官员就十分担心西瓜变

质。“然恐气候炎热，沿途月余，变坏亦未可料，奴才为御览之物不能完好送达，不胜惶悚之至。”［34］

“但因阻风，较之往年迟进十余日，又恐天气渐和，前途不无少有损坏，理合具折奏明。”［35］

贡瓜经长途跋涉到达皇宫后，用途有三: 一、供皇帝及内廷人员食用; 二、“于春正恭进以备荐

飨之用”，［36］即充作节令时仪的祭祀用品; 三、赏赐给官员大臣，如乾隆曾赏赐直隶总督李卫台湾西

瓜一个，令其感动不已。［37］

二、台湾进贡西瓜之特点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的进贡在清初比较随意，随着官员进贡趋多，逐渐形成共性，这在官员

进贡资格、进贡时间、进贡经费来源等方面都有体现。
官员进贡资格。由于没有明确史料，所以康雍乾时期到底什么品级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进

贡难以确定，只能从间接史料中考察之。咸丰五年( 1855 年) 谕旨写有:“向来各督抚、将军、府尹及

盐政、关差、织造等例贡方物，着期年内暂行停止。”［38］虽不知“向来”自何时始，但乾隆间的一则上

谕为其作出了部分解答。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年) 八月初二日的上谕档记载了一份王公大臣进贡

名单，其身份主要有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总督、巡抚、将军、提督、盐政、
关差、织造及衍圣公。［39］可见，作为地方大员的总督、巡抚、提督是有资格向皇帝进贡方物的。据史

料，台湾进贡西瓜自康熙以来一直也都是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和福建水师提督的特权。乾隆二年谕

旨“提督不必进瓜”，福建水师提督贡瓜资格被取消。
进贡时间。清初，每逢年节、万寿节官员都会进贡以示庆贺，逐渐形成定例，即所谓的年贡、端

阳贡、万寿贡等。康熙生日为三月十八，官员有时会在万寿节前贡瓜至清廷，即“康熙间以万寿节

前贡至京师”，［40］可称其为万寿贡。长时段来看，台湾进贡西瓜都是给宫廷正月使用的，正如诗云

“何须更沐温汤水，正月神京已进瓜”。［41］故总体上可将之归为年贡范畴。
进贡经费来源。清代官员进贡所需花费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为官员养廉银。乾隆曾言:“各省

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在伊等本任养廉原属优厚，除赡给自家及延请幕

宾支用外，出其赢余备物申悃，因所不禁。”［42］二为公帑支出。若皇帝指定某种贡物，一般可用公帑

抵销部分费用。三为商人资金垫付。［43］台湾进贡西瓜的花费主要是从官员养廉银和公帑中支出。
例证如下: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年) 史奕昂奏禀，原署凤山县知县鲁光鼎名下应追修理察院衙署并

栽种西瓜盘费，扣缺养廉等银约 96 两。［44］可见，栽种西瓜的花费是自官员养廉银中支出的，正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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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瓜户园税、工资及解送盘费等银，系知县捐给”。［45］由于进贡西瓜瓜种为皇帝御赐，在某种程

度上可说是皇帝指定贡物，故进贡费用也能从公帑中拨出。这在乾隆元年闽海关经费奏销项目中

有所体现，是年有项开销为: 每年总督、巡抚两衙门备办恭进果品银( 正税盈余银内动拨) 3，930
两。［46］很明显，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进贡包括西瓜在内的果品所需花费可从公帑中支出。除去一般

特征，台湾进贡西瓜还具有特殊性，这对于深入了解清代进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当官员进贡的贡品是自然物产而非手工艺品时，学者常会用到“任土作贡”和“土贡”两词。所

谓“任土作贡”，指“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 ［47］“土贡”意“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48］早

期土贡与赋税合二为一，即任土作贡，强调贡赋一体; 到秦汉时贡赋分离，土贡与赋税相区隔，土贡

的主要形式为官员向中央政府及皇室进贡物产。简言之，土贡源自任土作贡，早期为其组成部分;

随着贡赋分离，任土作贡也就不复存在，土贡与赋税便发展成为两个独立个体。但无论是任土作贡

还是土贡，先行研究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都会将进贡的物品归为土特产或土产。［49］所谓土特产，现

泛指某地特有的产品; 土产在《辞海》中的解释为: 本地所产之物也。唐书李德裕传:“物非土产，虽

力营索，尚恐不逮。”［50］可见，土特产或土产含义所强调的是地方土生土长之物而非外来物种。台

湾进贡西瓜显然属于土贡范畴，但若将此西瓜称为土特产或土产则又有不妥。上文述及，台湾进贡

之西瓜最初为台湾本地种，康熙五十二年始则主要是御赐瓜种，杂以泉州种及台湾本地种，故谓康

熙年间进贡的西瓜属于土特产已属牵强。到雍正、乾隆年间，外地瓜种取代了台湾本地瓜种的进贡

资格，若仍谓台湾进贡的西瓜属于土产则显然与事实不符了。且此种现象并非孤例，康熙五十五年

( 1716 年) 甘肃巡抚绰奇在进贡新疆哈密瓜的同时还进贡了肃州( 今酒泉市) 金塔寺所产哈密

瓜。［51］次年，绰奇更是“钦遵谕旨，未于哈密地方取瓜，于金塔寺处仿种之哈密瓜，奴才亲恭选五

百”。［52］可见，先行研究将官员进贡的自然物产笼统归入土特产行列是有欠妥当的，值得继续讨论。
关于清代官员以个人名义进贡的发展趋势，先行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53］以刘杜英观点为例，

其根据宫中进单及其他史料，认为“清代早在康熙朝，具有制度意义的个人进贡便已初具雏形，经

雍正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成熟并达到最高峰。仅从一史馆收藏的清代宫中进单的数量上来

看，乾隆一朝就占整个清代的一半”。［54］但台湾进贡西瓜的发展却与此不同，分析史料可知西瓜的

进贡在康熙时就已完善成例，雍正、乾隆年间只是遵循康熙时成规，并未继续发展，且乾隆还停办了

贡瓜。此外，其它食物果品的进贡亦呈现出类似趋势，如陕西麦面、新疆哈密瓜。有关这两种食物

连年进贡的奏折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均有收录，经总结可知它们的进贡在康熙时已形

成制度性规范。雍正年间它们仍依成例进贡，而到乾隆元年由于要遵行上谕“各省食物果品停止

进贡”，［55］故麦面、哈密瓜的进贡不可避免受到影响。需注意的是，台湾进贡之西瓜由于是御赐品

种，可不受限制。后虽又允许食物果品进贡，但能否达到“最高峰”，是值得探讨的。因此，先行研

究所总结出的清代官员个人进贡发展趋势并不适用于台湾西瓜等食物果品的进贡历程，有必要对

不同种类贡品的发展史加以区分。
总之，台湾进贡西瓜所呈现的特殊性，抑或说其对先行研究所呈现的一般特征的反动，使我们

对清代进贡制度的认识更加具体，说明相关研究仍有探讨空间。

三、西瓜等台湾物产进贡之意义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贡，主观目的无非是联络君臣感情。恰如康熙之言:“夫贡物何足珍

贵，正鉴其诚敬之心耳。”［56］乾隆之语:“盖进贡之意不过借此以联上下之情耳，殊不知君臣之间，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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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57］但官员们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在贡物的新奇方面大做文章，以期博

取欢心。闽地大员最初在冬季进贡台湾西瓜可能也是出于新奇考虑，正所谓“西瓜熟于十二月，取

充贡。三月望万寿前至京，俗名万寿果。味薄，但取其早熟耳”。［58］虽然此时西瓜味薄，但因其早

熟，属反季水果，在当时实属少见，具有新奇性，故受到康熙支持。客观上，进贡还为朝廷了解地方

提供了一种途径。由于台湾孤悬海外，加之被中央政权纳入管理的时间相对较短，故清廷对台地的

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情况并不熟稔，这可从乾隆时人们对于台湾进贡西瓜的评论中窥得一二。
“台、凤两邑，每年分进上西瓜; 八月下种，十一月成熟。气候之异，直不可以常理测也。”［59］很明显，

时人在得知台湾冬季仍产西瓜时是十分震惊的。除西瓜之外的其它台湾物产更是为清廷所不熟，

如王瓜、冬茄、蕃酸、蕃茉莉、亚蕉、番鉺等，康熙就曾提到“蕃酸朕一次未见过，曾欲看看”，［60］“番

鉺从来未见，故要看看”。［61］乾隆甚至对台地巨鱼产生兴趣。乾隆九年( 1744 年) 三月闽浙总督那

苏图在奏报闽省地方雨水情形时，顺提台湾有巨鱼搁浅。乾隆得奏后即批示“可图来看，并访有识

其名者否”。［62］七月，那苏图回奏称该鱼名海翁鱼，并将鱼图和鱼齿进呈御览。［63］这些物产的进贡，

在丰富清廷对台湾物产认知的同时，还促进了两岸物种交流，如蕃茉莉在康熙时“已艺植，繁殖甚

多，京城各处均已种植”。［64］而进贡奏折中提及的台湾地方情形，则为清廷了解台地的气候、物价水

平、粮食收成甚至治安状况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也许正基于此，康熙对台湾物产的进贡保持着浓厚

兴趣，并表示“若系朕欲览之物，再寄信去”。［65］

台湾物产的进贡也是清廷对台统治与教化的象征。进贡在政治上的意涵可概括为: “盖将以

联中外之势，通遐迩之情，示王者一统无外，意至深远也。”［66］具体到西瓜进贡，虽从奏折的字里行

间难以找到有关统治与教化的字眼，但关于贡瓜的奇闻则可间接说明皇权对台湾民间社会的渗透。
如“台有进上瓜地一区，约数十亩，所产之瓜，其子两旁有番字。台太守雇工种收，解交督抚转进，

以此别为台瓜。此数十亩外所产之瓜，子即无番字，亦一奇也。”［67］“正月贡至京，剖之，瓜子作

字形，因名寿瓜。”［68］在传说中这些瓜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贡品身份。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台

湾民众眼中，这些作为贡品的西瓜不啻皇权的象征、统治的意象，故赋予其神秘性。而在西瓜的种

植、摘取、运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仪式感与慎重性，亦是皇权的表征。如“于白露节前择吉，知县到

园敬谨下种”; ［69］“结实之时，最忌风雨; 恐防损伤，择日选摘，分为两船西渡。”［70］正因为其是贡品，

乃皇权的象征，所以才需地方官员选吉日亲自播种，才需分船运送以防万一。更重要的是，进贡本

身就说明了中央对台湾的管理。
自台湾的进贡，除了西瓜，更具政治意涵的是“番民”进贡与贺寿。康熙五十六年( 1717 年) ，

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进贡诸罗县属北路善跑之熟番七名、猎狗四条以供皇帝打猎; ［71］五十八年( 1719
年) 再贡九名熟番给皇帝打猎娱乐。［72］此时进贡“番民”，君臣看重的都是他们自幼习之的狩猎技

巧，并未上升到统治教化层面。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值逢寿诞，闽地官员奏报:“据各社番黎呈称，

庆福等生长海外，久沐圣天子覆载洪恩，恭逢万寿圣节，欲率各社老少番众渡海赴省叩祝，以申感激

微忱。”［73］地方官员奏称“番民”祝寿，考虑到这时距台地平定大甲西社事件不久，故此举可能是为

了昭示皇恩浩大、番社向心“感恩”、“迁善”和“德化”，为雍正大寿增添“绥辑万方、爱恤黎元”之光

彩。［74］雍正得悉后却告诫官员“岂可以目前之景而定必其永久输诚内化也? 总在内外两地文武抚

驭得法，实心任事，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75］此时，君臣都认为“番民”贺寿有着“输诚内化”的

含义，只是雍正对此并不看重，他重视的是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乾隆四年( 1739 年) 寿诞时，番社众

土目联名呈称:“窃老等蠢尔番黎，毫无知识，自入版图以来，极濡教化，共乐生成。谋衣谋食，圣朝

之德泽，已普被于无疆; 减赋减租，皇上之隆恩，复有加而靡已。沦肌浃髓，顶戴难名。虽属海外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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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具有心胸知感。兹值皇上万寿，因路途遥远，不获相率众番赴都叩祝。老等番目一十八人，愿赴

省城叩祝万寿，以展寸忱。”［76］此后，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五年寿诞时“番民”还赴京祝寿。“番民”
赴省城或京城贺寿的同时，亦有物产进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进贡了“胎鹿皮一百张、豹皮四十张、番
锦一百匹、千年藤五匣、沙连茶五匣”。［77］乾隆年间“番民”的三次贺寿及进贡行为，虽缘由、背景不尽

相同，［78］但其中的政治象征是共通的，即表示“番民”对统治的服从和教化的服膺。对此，闽地官员以

及乾隆都十分认可，乾隆更称“番黎等诚顺之意，颇属可嘉”。［79］可见，与“番民”有关的进贡与贺寿行

为，代表着清廷对台地“番民”统治与教化的政治意涵是不言而喻的，且这种意涵愈益为清廷所认可。

总之，闽地大员进贡台湾西瓜历经康雍乾三代，虽不知起自何时终于何年，但其发展趋势明显:

由进贡台湾本地瓜种开始，再由康熙御赐外地瓜种来台种植进贡，其进贡模式在康熙时就已成定

例，雍正、乾隆年间只是依规而行。包括西瓜在内的台湾物产的进贡不仅是清廷了解台湾的途径，

更象征着其对台湾的统治与教化。此外，台湾进贡西瓜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反映出有关清代进贡

制度的研究仍有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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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Watermelon Tribute from Taiwan
to the Emperors of Qing Dynasty

Fang Shenghua

Abstract: The products from Taiwan，especially watermelon，began to be paid as a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after
Kangxi unified Taiwan． The tribute of watermelon and other products is not only a way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understand
Taiwan，but also a political symbol of its rule and enlightenment over Taiwan． In fact，the watermelon tribut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generations of Kangxi，Yongzheng and Qianlong，with bo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ticularities of
the tribute paid by the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For example，the melon species for the tribute was not produced in
Taiwan，and the Taiwan melon tribute stopped in the generation of Qianlong when the practice of tribute by officials was the
most popular． Therefore，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iscussion of its particularity can be helpful to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but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aiwan，watermelon，tribute，nativ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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